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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这一口号广为传播，地处北疆的绥远亦有耳闻。满、蒙在清代被赋予了一些特权，辛亥革命中满清王朝垮台，这
势必动摇满蒙优势地位，满蒙汉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而变。五族共和下民族平等成为应有之义，然而1912年北京政府出台的《蒙古待遇条例》又保
留了蒙古族的一些特权，于是造成蒙汉关系走向的复杂曲折。就辛亥革命对蒙汉关系的影响而言，已有的研究较多从宏观上关注上层的政治变动
[1]，可是在基层的乡村，革命使族群关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如何利用革命带来的话语使自己一些意愿得以实现呢？蒙汉在互动过程
中如何构建新的族群关系，如何塑造五族共和下的民族观呢？现有的中国近代乡村研究成果集中论述汉族地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少有涉猎，
更谈不上充分研究了[2]。民国初年开始的绥远土默特摊差交涉正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从此可以观察上层政治变动与基层社会中蒙汉族群互
动如何结合在一起。 

一些绥远地方史专家指出，民国初年强摊差徭是蒙古族仅次于“乙卯大照”的又一重大灾难，也是造成蒙古族困窘的重要原因之一。[3]对生活
在绥远土默特地区的人们而言，摊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改变了这里蒙汉摊差的格局，由此可见五族共和下土默特乡村社会如何因应王朝更
替，亦可洞悉数百年来蒙汉关系变动的新进展。对绥远土默特摊差有较多研究是《土默特志》（上）、《志之余》等论著，但这些研究背后隐隐
约约可见其从某个民族的视角观察问题的立场，而且对“土默特旗蒙户摊派草料办法”出台过程叙述不够细致。若跳出仅从某个民族立场看问
题，全面地了解各方在摊差交涉中的意向、欲求，以及各方互动的过程，那么，展现出来的乡村社会变化图景可能更为真实、丰富，其意义更
大。此外，尚有一些学术论著[4]以及数篇硕士论文[5]对绥远土默特作了专门研究，为研究摊差提供了不少背景知识，遗憾的是他们较少涉及北
洋时期该地区的社会历史。 

本文主要依据土默特左旗档案馆所藏土默特总管署档案，力图勾勒北洋时期土默特摊派军需草料引发的蒙汉族群互动图景，观察边疆、多民族地
区应对外来冲击和挑战的一些面向。 

一  摊差纠葛的兴起  

 

1916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五年，绥远土默特，生活在五族共和时代下的汉民甲会略知“同享权利，共担义务”，面对繁重的差徭，他们令
蒙人归入民社一同摊差。满清时期因蒙汉分治而形成了各摊各差的格局，到了民国，绥远蒙人以《蒙古待遇条例》为护身法宝，哪堪容忍改变数
百年的摊差旧习而入民社应差？什拉门更村的蒙古甲会格亥等当即联名呈请总管署，要求蒙古免入民社摊差。总管署咨商归绥县署，要求“嗣后
凡关一切差徭仍遵向章各支各差”，绥远县署核准咨覆[6]。汉人并不就此罢休，此后蒙汉摊差纠葛延绵不断，然而其中的许多纠葛，蒙方都以
此判例为据与汉方力争[7]。1918年2月，总管公署佐领国安呈土默特总管的文中便援引了此判例：“民国5年9月间，有什拉们更等村因县署摊派
杂差，蒙民争执，总宪咨准归绥县，并布告归属各村嗣后一切差徭准免蒙古支应等因。”[8]什拉们更等村的这一判例，在1928年前后的诉状中
仍被反复提起。 

蒙汉分歧的焦点在是否改变蒙汉各摊各差的旧习惯，而蒙汉摊差的旧习惯首先源于绥远土默特地区的蒙汉分治。 

1、绥远土默特地区的蒙汉分治 

土默特部是古老的蒙古部落，达延汗时期（1480——1517年在位），它开始成为左右中国北方政局的主要力量。1632年土默特部作为一个整体归
附后金，1636年土默特被编为左右两翼，每翼1旗，设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以统辖旗众，成为不设扎萨克的内属旗。内属旗
为朝廷直辖领地。1761年裁撤两翼都统，左右两翼各留副都统一员。1739年满洲八旗驻防绥远城后，以建威将军（后来改绥远将军）兼管土默特
事务。 

随着迁移到土默特地区的汉人的增加，1723至1741年清廷先后在土默特境内置归化城、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理事厅，及管辖各
厅的归绥道，以上各厅道均隶属山西省，由这些厅道管理当地汉人。1883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奏请归化城、萨拉齐等七厅（包括丰镇、宁远）改
制，把理事同知、通判厅改为抚民厅，1884年即将这些派出机构性质的七厅变为隶属山西的地方行政机构。 

民国元年，原属山西归绥道的各厅一律改为县，在土默特境内共设有6县，即归绥县、萨拉齐县、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武川县，
均由山西省委任知事。1914年，晋绥分治，设绥远特别区，管辖乌伊两盟、土默特旗和口外12县。1915年改绥远将军为都统，改民政厅为绥远
道，置道尹，道下设县，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等县都归绥远道管辖。1915年，土默特的左右两翼合为一旗，副都统衙门改为总管公
署，设总管一员管理旗务。改设总管后，土默特总管公署直辖于绥远都统。都统既管道、县，又管蒙古事务。整个民国时期，土默特地区基本是
旗县并存，蒙汉分治，旗管蒙，县管汉。 

从雍正年间开始，清廷在迁移来的汉民中设立牌甲。1884年按汉民编立户籍，将各户编入街、村、牌、甲之内，分别由街长、村长、牌长、甲长
督察。居民每十户编为一牌，设牌长一名，十牌编为一甲，设甲长（甲头）一名。民国初年，县行政公署分科办事，县以下由甲头等处理一些乡
村事务。汉民还建有村社等组织，它不仅是农村祭神赛社组织，还办理差徭摊派等村务。 

民国初年土默特总管公署机关数次改组，虽然机关时有改动，但都分科办事，设有总务、财政、教育、军事等科。总管由绥远都统荐任，他们往
往与都统属同一派系。土默特的官僚系统其实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总管公署下的各科组织，一个是旧有旗制中的参领、佐领、骁骑校等编制，
由于总管公署的科长、科员等职多由参领、佐领等充任，所以两个系统又常常混合在一起。乡村中领催秉承本管参领、佐领之命办事，领催之外
还有甲头。 



值得注意的是，蒙汉分治的内涵一直在发生变化。清廷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采取蒙汉隔离政策，先是不让汉人在蒙古定居，后来汉人来蒙人
数增加，开始设专门机构管理汉人，不过坚持地归蒙旗所有，州县只管汉人不管地面，实际上随着清末放垦的进行，州县地面所属权逐渐得到确
认，民国时期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蒙旗只能管蒙人，其他事务由州县进行管理的局面[9]。 

政治上的分治深深地影响着蒙汉之间的差徭摊派。 

2、清代绥远土默特地区的差徭 

清代，绥远的蒙汉分治格局下，蒙人基本不与汉民一同担负县、道政权的差徭。1923年蒙人云珺等认为从清代初叶开始就逐步形成各立各社，各
支各差的格局：“迨前清初叶，内地汉民始相率出口租垦，其后客户愈多，土地日开，于是由流人而有村落，由村落而有公社。但彼时无差徭之
负担，无军用之供给，虽有牺牲酬神唪经祝嘏之事，亦皆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10]。 

蒙人备办总管公署摊派的差徭，其差徭主要为当差和出征。18岁至60岁的男子均为壮丁，都有义务入伍当兵。三分之一的壮丁当兵，其余为预备
役，遇有出征，则三分之二从征，三分之一留家应差。当差主要为6种，即在将军、副都统衙门当差、应参佐各官差遣、守卫卡伦、渡口、应台
站差遣、防卫衙署、库房等，以上6种当差共需兵丁1100余名，占两翼官兵的五分之一。另有临时性的差派也须负担。 

土默特的汉民在清朝担任差徭情形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据1918年归绥县农会会长郑化国，副会长刘璵等人的看法，清末至到民国初年，汉民的的
差徭都不太重：“蒙汉杂居历有年所，差徭一事向无规定。惟前清时代并无花费，每年不过迷信习惯，酬神演戏领牲而已。无论蒙汉，公道者照
摊所出，狡黠者硬抗不付。总之，花费甚轻，一年计实不及今之一月。递嬗相沿成为惯例。洎乎民国反正，差徭渐加。虽摊派较昔有加，亦属不
堪太过。”[11]前引蒙人云珺语也证明郑化国等人所言不差。 

民国建立不久，绥远地区的军队数量大增，地方军需摊派繁重。围绕新的摊差，蒙汉之间纠葛不断。什拉们更等村的摊差纠葛表明，旧有摊差格
局从1916年前后开始遭到挑战。 

3、北洋时期绥远土默特地区的军队 

在绥远土默特的军队一为土默特蒙古军队，一为其他驻军。 

清初对土默特编旗设佐，建立蒙古军队。在清嘉庆朝，土默特设12参领，60佐领，兵丁5000名，至清末，土默特的佐领制已徒具虚名，于是更定
新章，编练了土默特常备军和陆军。1906年，绥远城将军贻谷仿照北洋陆军的办法改练新军，以绥远城驻防八旗满兵编为陆军步兵第一营，挑选
土默特兵丁编为步骑两营。1913年10月，绥远将军张绍曾与归化城副都统贾宾卿合谋，解散了土默特步骑两营，另招募新军成立了陆军混成营，
官兵共395人。全营编入陆军混成二旅第四团。1916年，绥远都统潘矩楹将土默特混成营编入绥远警备队。1915年设立马卫队，专门保护土默特
旗所属各沟煤矿及税卡。1922年，将马卫队更名为矿巡队，编制为20人。另外，还有土默特总管署卫队，编制相当一个排。北洋时期，土默特旗
的武装主要为陆军混成营、总管署卫队、马卫队等。 

清朝在土默特的驻军主要是八旗和绿营等。北洋时期，土默特的驻军主要有直系军阀部队、宁海军、国民军、奉军、晋军等。1913年张绍曾率领
北洋陆军二十师一个混成营来绥就职。12月，将在绥远的各部队编为混成第一旅、第二旅和骑兵游击团。1913年，张绍曾电请北洋陆军二十师第
八十混成团来绥援助。1914年4月，二十师混成营随张绍曾离绥，5月，二十师第八十混成团也调离土默特地区。1915年至1921年，北洋陆军第2
师李际春旅率所部步骑炮10营驻防包头。为镇压绥远卢占魁的独立队，1916年3月，袁世凯命驻守多伦的察东镇守使肖汉杰为绥远剿匪会办，率
领八百淮军精骑协助李际春，使包头解围。[12]1917年9月间，中央陆军第一师长蔡成勋接替蒋雁行出任绥远都统，随带该师杨以来、沈广聚二
旅进驻绥远。[13]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直系控制中央。蔡成勋调任陆军总长，由宁夏护军使马福祥代理绥远都统。蔡成勋离开绥远，直系
正规军无法抽调部队，遂让“西军”防守绥远。马福祥有三混成旅，以侄马鸿宾带一旅任宁夏镇守使，子马鸿逵旅和蒋文焕旅分驻包头与归绥。
[14] 

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后，1925年1月4日，段祺瑞下令改派绥远都统马福祥西北边防会办，遗缺以冯玉祥国民一军第六师长（第八混成旅改
编）李鸣钟署理。[15]7月南口战役后，冯玉祥势力退出绥远。阎锡山任命商震为绥远都统，随带山西陆军第一师来绥。其间，奉军万福麟部在
包头一带曾驻扎数月。12月，阎锡山将满泰所部绥远骑兵第一旅改编为山西陆军骑兵第五师令其驻扎原防。1927年10月，晋阎与奉张作战失利，
商震率部由绥远退回山西。11月，奉张即派骑兵旅郭希鹏部接任护理都统。同时奉军第三十一军郑泽生部也来绥驻防。1928年2月，在北伐军进
攻下，奉张接连失利。郭希鹏率部东去，汲金纯率步兵旅来绥远接任都统职位。5月，即东撤。不久，阎锡山借绥远地方势力内讧之机，派商震
出任绥远都统兼北方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长[16]。 

民国时期，各部队或常驻，或过境，均向当地人民摊差派款，号要草料。绥远县在军需负担最重时，每年支草至八百万斤，料二千三百余石，车
二万辆[17]。为供应军需草料，绥远土默特地区发生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蒙汉摊差纠葛。 

4、摊差纠葛初现 

1913年1月15日,山西都督府发出请通令各县支应兵差一律支给差车的咨文。[18]当天,绥远军政司公布了各县支应兵差暂行章程。[19]但1914年
晋绥分治，设绥远特别区后，山西都督府的命令也失去了效力。此后两年，摊差一事在绥远土默特社会并没激起太大的波澜。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军需分配更加纷乱，地方军队的军需往往就地征集，加之来绥远的军队增加，绥远县军需摊派繁重。“地方人民不堪其
苦，始行发起农会，籍以为四乡支应军用草料之团体。原以均苦乐、轻负担为设会唯一之宗旨。” [20]成立农会后，由农会负责全县的军需摊
差，在农会的支持下汉社强令蒙民入汉社摊差摊钱。  

摊差纠葛大致经历如下过程：在农会的支持下，各汉社纷纷强迫蒙民加入汉社，均摊草料和徭役。蒙民认为向例蒙汉各立各社，各支各差，现在
也不应该摊差。农会、汉社一方便带领一些兵士强行向蒙民征收草料等，蒙民不服，双方发生冲突。农会、汉社往往将蒙民呈控于县行政公署，
县行政公署或审判，或将蒙民关押，令其取保释放。蒙民纷纷向总管公署申诉，要求各支各差，请总管公署制止汉人的控告关押行为。于是总管
公署、参领、佐领、领催、蒙社、蒙甲会与道署、县署、农会、汉社、甲会，及都统纷纷卷入摊差纠葛之中。 



1920年2月，沟子板申村蒙古喇嘛子卷入的摊差纠葛经历，正如众多蒙人在摊差纠葛中所遭遇。当时民村汉社赵连壁、其子毛旦子恃势强迫蒙众
一律归入汉社，担负差徭。毛旦子复令西区区兵遂将蒙古喇嘛子等送劝学所。该所又将蒙古喇嘛子等三人送县分两班拘押。拘留二日，令蒙古喇
嘛子等对保释放。该两班差人向蒙古喇嘛子等三人各要票洋三元，满钱一吊。蒙古喇嘛子等无奈只得讨保于南街路西万顺澡堂，并将票洋，满钱
即交两班差人。蒙古喇嘛子出来后便呈请总管为其做主，总管公署摘叙案情咨县开始交涉。[21] 

整个北洋时期，绥远地区兵差最重为1918、1919、1926等年。[22]所见资料显示，摊派而引起的纠葛和交涉从1918年开始增多。本年留有文字记
载的蒙汉摊差纠葛就涉及数十村。1916年到1928年,在土默特蒙古居住的村子里,摊派草料的纠葛至少涉及四十个以上的村庄，而土默特蒙古分别
居住在绥远的553个村庄中，在归绥县有蒙古人居住的村子为224个，可见摊差纠葛影响之广。 

蒙民因摊差纠葛缠身，有的数年不能安宁，有时一个纠葛，很多人都被卷进去。摊差纠葛常令蒙人苦不堪言，以致1921年6月7日，蒙民苏禄丰、
穆成林、通柱、满金堂、塔布齐、关兴保等到总管公署呈称“虽则现值农忙之际，民等不惟不冀尽力田亩，即至荡产破家而能早脱讼狱之累，以
解倒悬之危，为幸多矣”。[23]另有蒙人亦称：“民等系蒙人，愿归蒙社，纵较汉社加重负担亦在所不惜[24]”。 

蒙汉之间纠葛陡增，社会秩序大乱，土默特社会因摊差而失去了往日的宁静。  

 

二  摊差交涉  

 

1916年始，蒙汉间因摊差而起纠葛，蒙汉民众间，旗、县政权间均有交涉，通常以各支各差了事。1918年是兵差最为繁重的一年，也是摊差纠葛
最多的年份之一。5月，桃花板申村的蒙古毛茂、恩宽等呈控本村甲会汉人王维汗等勒令入民社摊派支差，从此，蒙汉双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持
续交涉和争论，一个力图建立新的摊差格局，一个执意维持旧格局。 

1、摊与不摊之争 

1918年5月初，王维汗、张秉威等将毛茂等唤到民社庙内，声言“现在共和时代，无分蒙汗（汉）一律应出村社摊派支差等费”。毛茂等答以
“向来各村蒙汉各应各事，各支各差，岂能令披甲独异！如民国初年，披甲胞弟贵全因充兵阵亡龙江等处。且有蒙古召庙及参佐处应出差使，何
能一羊二皮”？ 

蒙汉争执不下，王维汗、张秉威等将毛茂等呈控归绥县案下，由杜帮审堂讯。杜帮审称，按理蒙古自种地亩不应入于汉社一律摊派，无奈现在差
使重大，令毛茂等暂行同汉社一样承担摊派，等年份太平时，再分开摊差。 

殊不思王维汗等得此一断，加倍勒索。毛茂等只得乞恳土默特总管“恩准移县或仍循成案各充各差，以免欺蒙而杜勒索施行”。6月4日，总管公
署照陈案咨归绥县署：“查蒙汉供应，向章各支各差。此项差徭前于民国五年九月曾经咨行贵县覆准在案。据呈前情，相应备文咨请查照前案办
理。”[25] 

归绥县署没有马上回复总管公署，却令行农会查覆。归绥县农会会长郑化国，副会长刘璵呈覆首先指出，“当此差徭繁重之际，民户自顾不暇，
何能再为蒙户垫摊？” “差徭繁重”道出了农会要蒙人分担差徭的苦衷，也揭示了打破地方社会平静的因素——繁重差徭。 

农会接着重申“且共和政体，蒙汉一家，无分畛域，同享保护之权利，岂无担负之义务？”共和时代不同于满清统治了，国家倡导平等，且蒙古
族人的在国家中地位不再优于汉人，汉人才理直气壮地提出蒙汉平等承担义务；共和时代，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故汉人要求蒙人在享有权利
的同时，也应承担义务。汉人用这条理由来辩驳优待蒙人的观点，并以此来打破各摊各差的惯习。 

蒙人希望维持旧有摊差习惯，并以担负了蒙古召庙及参佐的差使为理由，拒绝新的摊派。农会驳斥了毛茂等人提出的“一羊二皮”说，不承认蒙
人担负召庙及参佐的差使是合理的：“差徭之特重者莫如支应军需草料及派要车辆。但草料均由农会供给，车辆系由县署摊要，及如总管署之草
料，亦由农会支应，实不知该蒙古各自充差者在于何处？”“蒙古召庙、参领职务亦有薪水，农会实不知该蒙古于召庙所出之差使是何名称，参
领差使者尤难得知。是否召庙之香纸，参领之陋规均能为差徭乎？” 

农会进而指出“蒙人不摊差”的后果：“断不能蒙汉同享军队之保护利权，汉民独尽差徭义务。是蒙古一部独超于五族之外，设使长此循衍，而
蒙户渐将民户地亩所置不应差使，不知军队官厅，一切差徭从何而出？”是以农会连日开会讨论，请求归绥县署“责令蒙汉同担差徭，以均苦
乐。” 

6月29日归绥县行政公署咨覆总管公署，认为农会会长等“所请支备军需差徭由蒙汉公同担任尚系折衷办法。”总管则令军事、财政等四科“会
同核议，酌中办法。”[26] 

奉饬之下，参领达恒泰等遵即邀集全旗参佐骁前等官，公同协议，往复磋商。1918年7月，他们呈文总管，反驳归绥县农会及县行政公署要求蒙
民摊派的各种理由。 

参领们从习惯和法律的角度列举蒙民不应与汉民共同摊差的理由有二：一是习惯如此：“本旗自前清以来，对于差徭一节，虽无明文规定，久之
习惯而言，均系各支各差，蒙地不能加入民社，而民户亦不分担蒙差。”二是《蒙古待遇条例》的规定：“迨至民国肇建，蒙中央特颁优待蒙古
条件内，载固有权利悉仍其旧，复经加入约法，永不变更其效力等语。”“蒙人于民国之初，特取得此种优待权利，此亦以其人口寥落，财产无
多，若必与汉民同一担负，则实有众骏并弛，驽骀先乏之势。” 

汉方认为，不能蒙汉同享军队之保护利权，汉民独尽差徭义务。对此，参领们指出蒙民已负担军需，已尽了义务：“殊不知土默特蒙人自民国以
来，对于军事上之担负较诸汉民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土默特每月所出协助之军饷，其额乃在七千以上。除中央接济之二千元外，其余五千元统
由土默特担负。以全旗人数而论，尚不及绥远区内一县之汉民，而于军事上之担负已如此繁重，则蒙人于戎马倥偬之时亦殊可告无愧于汉民



矣。”[27]他们还反问道：“若谓农会所供应之军队不特保护汉民，亦兼保护蒙古，遂以蒙人之不摊差徭为不合情理，然则土默特助饷之军队独
保护蒙古而不保护汉民耶？不与土默特一律担负此项巨饷亦得谓之不合情理耶？” 参领们用事实证明蒙人已经担负军需的同时，也承认了享受
权利和尽义务的统一，表明蒙方与汉方在这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 

农会认为土默特每月所出协助之军饷不能算着蒙人承担的差徭，对此参领反驳道：“且农会不过人民团体，土默特亦不过人民团体，农会之草料
取诸民，然则土默特之饷项独雨诸天，涌诸地，而非取诸民耶？” 

参领的意见是“蒙人不能强汉人助协饷，汉民亦不必强蒙人入社出草料。今若强令蒙人加入民社，一律担负差徭，不但变更数百年已成立之惯
例，亦且有损中央优待蒙人之条件。” [28] 

8月，参领都格尔札布等又向绥远都统、土默特总管、绥远道尹呈文请求“本旗蒙众循例各支各差”。 9月13日，都统蔡成勲训斥参领的呈文为
不合体制：“不由总管转请，迳呈本署，殊有不合。”不过他还是“令总管会同绥员道道尹查照。呈内各情详细查明，拟具办法呈候核夺。”[2
9] 

12月初，归绥县行政公署和道尹先后咨总管，转述农会会长列举的蒙民抗摊无理由者六条。农会在此进一步阐述了蒙人受军队保护就应尽差徭义
务观点。农会列举的六条中，有两条专门针对1918年7月参领达恒泰等人的观点而发，它指出，约法既无优待蒙人字样，又无令蒙人仅享权利而
不尽义务之规定；协助军饷款项系由各煤窑抽收厘税所积，间接亦由汉人输纳而来，虽曰该旗经管，究为国家公产，纯系税关性质，款项畅旺与
否确与个人无涉。 

总管在道尹的咨文上批：“候核定办法再行咨复。”[30] 

2、协商“土默特旗蒙户摊派草料办法” 

关于摊差，蒙汉双方几经交涉，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都没达成一致意见。直到1920年7月2日，归绥农会会长郭象彶，副会长李怀谦给道尹、归绥县
和土默特总管呈文才改变这种状况。 

农会称：“各村社甲会等为此交涉怨望农会实甚诚，恐别生枝节。民社因蒙户而效尤，必至贻误供给，罪责匪轻，实难负此重咎。瞻虑前途，忧
迫万状。”“事体关系重要，揆察现状，绝难再事延缓，致生意外冲突” [31] 

归绥县行政公署收到农会呈文后，于7月12日咨总管称：“现在各村民因业悬日久，并不解决，已有愤懑之表示。若再因循，诚如该会长所称，
设或别生枝节，于军需前途关系实非浅鲜。” [32] 

收到农会的呈文后，总管质问属下：“前据各参领等面称此案业经双方磋商可以解决，何以至今尚无办法”？并令属下“速会商解决为要” [3
3]。总管公署态度开始积极起来，对旗人户口地及后置地，各村庄民户等地亩总数进行调查。[34]7月25日，总管谕饬：“本旗各佐属下蒙众担
负草料一节，迄已二三年之久，未能解决。若非将各蒙户自种地亩分别调查明确，实属无从入手办理。如法，兹特派差遣队兵前往各该村会同甲
会、领催等速将该蒙户等自种地亩逐细查察明确，分填来册，以凭核办。”[35] 

大约是总管公署的行动比较迟缓，农会又呈归绥县称，蒙旗对于此案仍持迁延主义，现在各村民社因此交涉，激愤难平，有联络全县村庄推出代
表来农会请求，如蒙地应社摊差一案仍不解决，则各民社定将一律停办。总之，蒙旗抗差，民社怨望，以致农会会务危困。8月15日，归绥县催
总管：“迅予核办，从速解决。”[36] 

8月20日，参领等现将各村蒙丁户口及后置地亩已经调查完竣，总管公署财政等四科呈文总管：“拟请由旗派委专员设局专办草料，以清权限而
免纠葛。”[37] 

1921年1月9日,总管公署财政科等拟定应摊军需草料办法共五项。1.本区军队甚重，所需草料为数尚钜，均系出自民间地亩摊派，民力艰苦，而
蒙人自种地亩虽应本旗各长官之差使，亦酌量应分担之，以均苦乐而免畸重畸轻。2.拟请每年应由总管公署摊派，征齐转送该会。3.蒙人自种户
口地免摊。4.蒙人后置地，以及佛庙荒地，并前已丈过，迨至乙卯年前回赎之地，按照民户五成认摊。5.该会按照清理地亩荒价银每1两摊甘
【干】草28斤，料2升。[38] 

此办法表明，蒙方一方面同意承担军需草料摊派，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条件，即坚持由总管公署负责蒙人摊派，摊派仅限于后置地，且按照民
户五成认摊。 

归绥道尹收到应摊军需草料办法后，将其面交归绥县知事，令即转交农会妥议具覆。农会会长郭向彶等详细核阅土默特各科长所议应摊军需草料
办法五项，认为与前经迭次会议办法大致不差。但他们觉得，“农会以蒙户地亩免其摊派充作总管署之差使已属有余，若后置地再按成数减摊，
于负担既歉平允，则民户必不承认。” [39]是以农会招集各村一再筹议，拟定办法四项。1.蒙人自种户口地，免摊差徭。2.蒙人现种地亩，凡
在地亩局荒价底册所有者，即系纳过押荒之后置地，应一律归入民社，各蒙户并与民户轮充甲会。3.农会现在摊派草料等项办法，悉依地亩局荒
价底册为凭，按以银数派摊，荒价底册所有之蒙地均应与民户一律担负草料等项以昭平允。4.总管署卫队及第四路警备队所需草料均归农会完全
供给。[40] 

农会拟定的四项办法与总管署的方案主要在两个方面存在分歧，一是总管署主张由总管署摊派，农会提出应一律归入民社；二是总管署提出蒙人
后置地按照民户五成认摊，农会主张荒价底册所有之蒙地均应与民户担负草料的标准一样。 

5月2日，归绥县知事将农会拟定的办法四项咨送总管署。双方几经交涉，农会又拟了一个《土默特旗蒙户摊派草料办法》。汉方在摊派标准和由
谁实施两点上作出一些让步：规定“蒙人现种地亩，凡在地亩局戡【勘】丈荒价底册所有者，或先丈民户后经蒙人抽赎或典买者均照民户担负，
按九成摊派以示区别。”“蒙人应摊草料由蒙人迳送土默特总管署，即由总管送交农会，以清权限。”同时关于具体实施细节上，汉方又提出了
几个新问题：“蒙人摊派草料应自农会成立之日起”；“蒙人历年及本年交过农会之草料应由农会另立蒙人摊草料簿以补旧欠，所有蒙人前欠未
交之草料于帐簿上核欠明白以彰公道”；“蒙人摊派草料数目如将来军队或增或减仍以民户之摊派为标准”。 



6月11日，蒙民领催满金堂等呈文总管指出农会改定各条大与舆情不合，他提出三条建议。1.反驳凡在地亩局勘丈荒价底册所有者一经勘丈后，
再赎回均照民户担负。建议此条应改为，如系蒙人户口地，经其备价抽赎者，仍作为自种户口地亩。2.反驳蒙民草料由总署送交农会以清权限。
建议应仍照前议办理，即由总管署摊派，征齐转送农会。3.反驳蒙人摊派草料应自农会成立之日起。建议应自本年解决方案定下来后蒙人开始摊
派草料”。[41] 

满金堂的第一个建议试图减免赎回来的蒙人户口地的摊差，这原本属于应摊差的后置地。第三个建议是要农会放弃对1916年农会成立到1921年期
间军需草料的追摊。 

经协商土默特总管署制定了“土默特旗蒙户摊派草料办法”。该办法进一步在蒙人摊派草料的起始日期和将来所摊数目上达成妥协：“蒙人摊派
草料应自本年起实行”；“蒙人历年及本年一月至五月交过农会之草料，蒙人不得索还扣抵，其有蒙人前欠草料，农会亦不再催要”；“蒙人摊
派草料数目，如将来军队减少，则所摊数目相应核减以轻担负”。[42] 

7月，此办法由都统核准，令行遵办。各支各差的格局在法律上有了新的规定，1，蒙人自种户口地亩一概免予摊派。2，蒙人现种后置地照民户
按九成摊派。以后的摊差交涉便以此为据。 

    土默特旗和归绥县磋商摊派草料办法时，和县，萨县，托县等也与土默特旗因摊派草料纠葛不断，交涉不断。 

和县，萨县，托克托县等地蒙汉摊差纠葛许多与归绥县的那些蒙汉摊差纠葛大同小异，主要围绕蒙人是否摊差、摊差标准如何定、蒙汉是否分社
展开，但和县等地还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和县等地蒙民应摊草料是供应驻归绥县还是驻和县等地的军队，当地汉方要求蒙民的草料交给他们供应
军队，蒙民则要把草料交总管署草料处办理以轻负担。交涉的结果是蒙汉分开办理，和县等地蒙人后置地比照汉人以九成摊办，他们另行组织供
应草料机关，代催代送[43]。摊差办法虽然基本定下来，但具体实施过程仍由于地亩产权关系变动等原因而出现一些纠纷。 

结语  

 

1912——1928年间，蒙汉双方因摊差纠葛而进行的交涉无疑反映了蒙汉民族间的冲突，但与其说县权削弱旗权，汉方欺压蒙方，[44]还不如理解
为在绥远土默特活动的军队日增而对社会产生巨大压力，各方力量为解决沉重军需压力问题所做的探索和努力。 

蒙汉在互动过程中构建起了新的族群关系。1921年1月9日,总管公署财政科等拟定应摊军需草料办法便承认，本区军队甚重，所需草料为数尚
钜，汉民负担重，而蒙人自种地亩也酌量应分担之，以均苦乐。此办法表明蒙方对汉方作出让步，他们所坚持的各支各差传统随时局变化而有所
改变，汉方提出的蒙人同担应尽之义务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土默特旗蒙户摊派草料办法”规定，蒙人自种户口地亩一概免予摊派以符
优待；蒙人现种后置地，应照民户按九成摊派以示区别；蒙人应摊草料由蒙人迳送土默特总管署，即由总管送交农会。[45]该规定显示汉方对蒙
方作出妥协，他们不得不尊重蒙人的特殊利益，所提出的绝对平等担负差徭要求没有实现，而蒙方所坚持的蒙汉各应各事，各支各差之惯例实际
上又部分得以延续，中央优待蒙古之条件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土默特旗没能使各支各差的传统摊差格局完全延续下来，汉方同样没能建构起完
全无分畛域的摊差新格局，两者都作出妥协和让步，同时在一定程度都贯彻了自己意志，推进了自己对摊差格局的构想。 

蒙汉关系新格局把绥远土默特地区蒙汉分治推向新阶段。清前期，在土默特地区居住的基本上是蒙人，随着汉人的增加，开始在这里设厅治理，
于是出现蒙汉分治。1884年的改革使派出机构性质的厅变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清末民初在该地改省之议又起[46]。北洋时期，蒙汉互动的结果
虽然蒙汉分设机构征收草料，但蒙人的部分地亩与汉人地亩一同摊派，毕竟延续了管理体制上汉化的趋势，走出了从蒙汉分治到统一行政的重要
一步。摊差作为一个事件，即使面对长时段，面对一个连续的结构也并非像泡沫那样无足轻重，恰恰相反，正是这样一些事件逐渐改变了连续性
的结构。 

蒙汉关系的建构既深受蒙人政治地位滑动的影响，又见证了蒙人在政治格局中滑动的轨迹。清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政治格局中满蒙地位高于汉
人。进入民国后，蒙古在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已下降不少，正因如此，汉方才能够要求蒙人共同摊差，蒙人也才有上述让步。然而北京政府为了北
疆的安定，为争取蒙古王公的支持，有优待蒙古之条件出炉，所以蒙汉在处理摊差时，对蒙人有一定照顾。可见，政治上的变动，已影响到乡村
社会生活和族群关系。 

蒙汉互动建构新的族群关系的同时，塑造了新的民族观。摊差交涉初期蒙汉依据的理由和预期各不一样，蒙方所持理由是各支各差的摊差习惯和
中央政府对蒙人优待法令，拒绝接受摊差；汉方则认为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平等享有受军队保护的权利，同时也须都应承担同等的义务。蒙方坚
持特殊主义立场，汉方普遍主义立场，二者互不兼容。经过艰难的交涉，蒙方同意担负一定军需草料摊派，承认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承认各民
族共同承担义务，汉方对蒙方要求采取特殊优待的立场表示理解，最后没有要求蒙方地亩完全与汉方一样地摊派草料。蒙汉互动过程中，彼此理
解了对方的立场和观念，结果塑造新了的民族观，使民族平等和民族优待统一在五族共和的旗帜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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